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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东南亚的“边界”观念及其实践1 
 

罗伯特·L·所罗门（Robert L. Solomon）2著 

袁  剑、洪安娜3译 

 

摘要：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重要区域，东南亚地区的边疆治理与实践对于构筑中国的边疆学具

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以具体的事例和详尽的理论分析，叙述了东南亚“边界”观念在近代如何

在西方殖民话语和东南亚本土知识的相互冲撞下逐渐成型，并成为当代东南亚国家边界体系的共

同认知基础。这一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东南亚“边界”观念的发展历程有所助益，也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理解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边疆理论发展状况。当然，对于书中一些观点，我们也要有批判性

的视角。 

关键词：东南亚；边界；观念；实践 

 
一、西方的边界观念与实践 

 

领土对于人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而划分它的方式往往十分关键。针对领土问题，欧洲的处理

办法主要依据欧洲的历史经验，而在地理和历史领域的传统著作中，很少提及非西方边界的概念

和实践。事实上，欧洲和东南亚对领土问题的处理方法很明显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这些差异

虽然有些抽象，但仍然十分明显；在细节方面，在前景和行政实践方面一直存在的差异跟当前的

决策存在相当大的关联。 

人们试图通过分析历史上的例证，来发展出基于西方和东南亚经验的模式。其目的是为了表

明地方环境对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及关于“边界”（boundaries）、“领土”（territory）和“主权”

（sovereignty）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近代西方边界概念的一些主要共同假设可以总结如下： 

每个国家都必须并应该具有能够以线条形式绘制在地图上的边界。除了不可到达或者不重要

的偏远区域，这些边界应在相应的地形上加以恰当标定。边界应该由条约加以确定，并受法律制

约。如果边界不存在，或旧的边界不再适用，则应重新绘制，就像没有地图或者地图破旧了，我

们需要画新的地图一样。因此，有一种关于近代国家间边界作用的说法是：“近代国家的特性使

其需要建立其权威和组织领域的明确界限。所有的措施都要求……其领土必须明确有界，不再只

有模糊的边疆地带，而必须是准确无误的界线。这种界线就是国家间的边界。如果没有它们，现

有的国家体系可能会退回到一个混乱的状态，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哪里结束，而

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哪里开始”。4 

与边界线相反，边疆（frontier）被认为是一个与人联系较少从而在定义上不太明确的区域，

不过估计所有边疆迟早会被分解成为边界。为了将主权国家的所有领土包含在内，人们必须划定

边界。而疆界的目的就是“……以毫无疑问的方式来标记领土的界线，而国家在其领土中行使主

                                                        
1 本译文刊发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 27 辑，第 174-186 页，原文“Boundary Concepts and Practices in Southeast 

Asia”，刊载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Vol. 23, No.1 (Oct., 1970), pp. 1-23。 
2 罗比特·L·所罗门（Robert L. Solomon），时任美国著名智库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员。 
3 袁剑，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

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边疆研究、跨界民族研究；洪安娜，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

生，研究方向：历史地理。 
4 A. E. Moodie, Geography behind Politics, 73, London: 1961.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 

权权力，并面对具体操作中附带的所有陷阱。”1 

“没有领土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2 

“在同一块领土上，只能有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3 

“在现代国际政治意识形态中，所有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地球的每一块表面都必须……为一

个且只有一个这样的国家所合法拥有。”4 

因此，一个国家是从领土层面加以定义的，而国家主权内化于国家领土的整体性当中。 

殖民实践 

我们所说的“西方观念”可以通过随着欧洲殖民势力进入亚洲领土的那些冒险者的政治和行

政实践来说明。 

当欧洲人到达东南亚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活跃同时也非常不稳定的局面。几个世纪以

来，低地民众的历史运动一直在持续，这些运动也向高地民众施加了压力。5低地国家似乎开始

了常年战争。越南人以牺牲老挝为代价向南扩张6。而泰国人则在其领土东部的冒险活动同时增

加了老挝和高棉（柬埔寨）统治区的压力。 

地方势力不断卷入继承纠纷中或因其他问题发生争端。早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泰国和越南就

一再干涉它们弱小邻国的内政，而战乱不断的老挝和柬埔寨王国内部有争议的继承问题则为其提

供了机会。7 

由于原住民——骠人、孟人、高棉人、占人和新的移民者——缅甸人、泰人、越南人之间的

矛盾，直到殖民力量到达东南亚，“东南亚大陆边界的形状尚未稳定下来”。8 

在东南亚的实践中，不仅没有稳定的、分隔的、界限分明的界限，甚至连边界线的观念都显

得格格不入。在这一地区，功能相同的边界是由接触区（zones of contact）和间歇性的阵地战区

域组成的。在边界之内，每个王国或公国的“主权”扩展的限度，是由一种权力关系决定的，而

这种权力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9 

定义边界的法律和制图工具也还不存在，10除了为远处的领土讨价还价，而生活在那片土地

上的居民则几乎从不承认自己属于低地中心，还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传统。虽然主权的实质非常

重要，但实际上，领土方面的主权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 

从葡萄牙人到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亚洲最初的欧洲入侵者根本上希望发展

贸易。但是和征服新的领土相比，控制这片土地更加困难，注重节省成本的殖民列强只有有限的

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来管理土地，因此，获得领土只是次要利益。 

由于经济和安全的原因，利益最终稳步增长。例如，荷兰人发现，除非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

                                                        
1 同上书，第 81 页。（Moodie 是一位地理学家。） 
2 L. Oppenheim, 收录于 H. Lauterpacht, ed., International Law, 8thed, 451, New York: 1955.（译注：本书有中译本。

参见劳特派特著，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商务印书馆 1989 年。） 
3 同上书，第 452 页。 
4 E. R. Leach, “The Frontiers of Burm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Ⅲ, 49: October, 1960.（利奇

（Leach）是一位人类学家。这不是他本人的观点，而是他对于“欧洲神话”的解释。） 
5 关于低地民众与高地民众之间关系的讨论，详见原文第 9 页。 
6 若想获得刺激性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参考，参阅 M. G. Cotter, “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 Southward 

Movemen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X, 12-24: March, 1968. 
7 有意思的叙述，可参见 The Dynastic Chronicles. Bangkok Era: The Fourth Reign, translated by C. K. Flood, I and II, 

Tokyo: 1966. 
8 Alastair Lamb, Asian Frontiers, 39, New York: 1968. 
9 因此在欧洲人看来，英国历史学家哈维（Harvey）所写的“咆哮的掸邦乱局”，就像“蠕虫一样蠕动”。 
10 下列记载可见于《曼谷王朝编年史》（The Dynastic Chronicles）, 第 368 页：“国王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湄公河

将暹罗的领土与柬埔寨和越南的领土区分开来。如今法国已经调查了河流地区并绘制了地图，而且法国是这样

做的唯一国家。暹罗人如果不这样做，就显得不大明智。王国因此命令【一位贵族】寻找并雇用一位在地图绘

制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英国人。【这位贵族】聘用了 D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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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施垄断，否则岛屿贸易的利润就不那么高。葡萄牙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原本只满足

于选择战略上的前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海上控制岛屿贸易，但是现在却不行了。在过去的一个

多世纪里，印度的英国人“设法将他们在印度的财产限制在最小区域内，而这个区域被称为商业

运作基地。”然而，“一旦占领了一个印度的省份，英国人就面临着这个省与不受控制地区的边境

安全问题。”1 而且，“一旦在印度站稳脚跟，英国人就觉得有义务去控制混乱或敌对的边境地区，

比如缅甸，而这些边境地区无法承受来自整个次大陆的被动员的力量”。2 

扩张的经济动力是寻求稳定而有利可图的资源，这与殖民列强之间的竞争是相对应的。英国

对缅甸的缓慢征服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同时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急速扩张，使这两个大国在 19 世

纪开始了越来越危险的对抗。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以及拒绝将其它的战利品交与他们传统的对

手，这些相互竞争的殖民者争相涌向彼此的边疆地区：“随着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土著权力迅速瓦

解，英国和法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迅速增加，这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一片危险的边界交

错地带。”3 

不过，一旦这些汇聚的力量相互靠近达到一定的临界距离，行动就会放缓，然后陷入僵局，

因为外交上的努力阻止了任何敌对行动的爆发。尽管英法两国在追求领土的目标上，至少部分是

出于一种竞争意识，4 但这种竞争往往是有自我限制的：在扩张的同时，两个帝国都在努力避免

与对方的直接接触，无论是通过缓冲区，还是通过已经商议好的边界来应急。帝国势力希望避免

彼此之间灾难性的武装冲突，它们有足够的经验来应对误解以及小规模的战斗，并识别出帝国对

抗间的真正危险。克制是殖民地边界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殖民时期的东南亚，泰国是法国

和英国之间相互警惕的主要受益者。正如让·戈特曼（Jean Gottman）在其宏著中所写的：“一条

边界并不单单指位置的维系，它指的是两个被它分开的‘隔间’中的、相互对立的政治力量达到

平衡。这一理论认为：边界的两边总是存在对立，即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都是名副其实的领土扩张。”
5 

边界线既不统一也不均匀，它们不是“政治上的等压线”（political isobars）。6 边界不仅仅

意味着关系——两个相邻政体之间权利和利益的“瞬时和短暂”的表达——它也可能是形成稳定

的因素。7 划定边界的协议可以成为避免冲突并达成共同利益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的

边界可以变成维持现状的重要因素。 

政治和经济因素促使殖民列强扩大其统治版图，并谋求对其主权限度加以定义和编码。一些

殖民地边界表面上与早期土著国家的大致轮廓相似，虽然这个结果“并非出自于想要保护旧有国

家的特殊意愿，相反……更确切的说，这是在被巨大的河网和海上路线所相当意外地加以缓解的

区域所施加的控制性影响的结果之一，这个结果同样塑造了早期的模式。”8 

尽管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一种新的、陌生的边界观念还是被引入了。欧洲人给东南亚带

来了大炮、条约和地图，并认为他们已经给该地区带来了秩序和稳定。但在内陆地区的殖民行政

模式，则与前殖民时期大致相同；在内部边缘地区，则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或行政层面的渗透。殖

                                                        
1 Lamb, Asian Frontiers, 55. 
2 J. F. Candy, Southeast Asia: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380, New York: 1964. 
3 Chaire Hirshfield, “The Struggle for the Mekong Banks, 1892-1896,”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X , 25-27: 

March, 1968. 这段叙述广泛运用了最近刚刚被采用的私人文件。另可参见 Charles Crosthwaite, The Pacification 

of Upper Burma, London: 1912. 
4 文中写道，法国人以一种“感性”的愿望“抵达湄公河”，他们最初只是希望为他们提供一条通往中国的贸易

通道。参见 J. L. Christian, “Anglo-French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Its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Diplomatic 

Climate,”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XXXI, 272-282: April, 1941，以及 Hirshfield 的作品。 
5 Jean Gottman, La Politique des états et leur géographie, 139, Paris: 1952. 
6 被 Jacques Ancel 在 La Géographie des frontiers, Paris: 1938 一书中误用的术语。 
7 见 E. Fisher, “On Boundaries,” World Politics, I, 196-222: January, 1949. 
8 C. A. Fisher, “Southeast Asia: The Balkans of the Orient?” Geography, XXVII, 355: November,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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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不是经由陆路，而是从海洋抵达大陆，他们被限制在低地沿海地区；“除了内陆少数几个重

要的矿区，沿海边缘地带到处都是西方人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1 

在某些偏远地区，恰好存在着“自然”边疆。在这些地方，对于边界定义的要求程度并不像

在其它地方那样强烈，因为在其它地方，具有与竞争对手发生代价极高的对抗的直接危险。因此，

英国人在对待喜马拉雅山南部边缘地区的态度上，可以含糊其辞，因为这不是殖民竞争的对象，

但他们必须与在湄公河上推进的法国人达成一种更明确、更稳定的平衡。尽管如此，即使是在相

当具体的条件下商定的那些界线，也存在着不明确性，这强调了一个事实，即相对来说，在人迹

罕至的喜马拉雅边缘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成系统的有明确定义的殖民产业对内渗透与发展。那些

居住在大多数已被划定的边界上的偏远地区的高地人，仍然被孤立着，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生

活方式。时至今日，这些人的一部分，其法律地位仍未确定。 

尽管当地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边疆地区以一种明确的法律和制图地位的形式，创造了一种

新的身份。线性边界在原则上第一次得以确立，并在东南亚的法律和制图实践中予以实现。欧洲

人赋予前边疆地区的线性边界地位，这是他们对这些地区的人类和政治地理所给予的最微小的尊

重。即便如此，以前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作为联系和交换空间的边境前沿地区，事实上不再发

挥它们在理论上的作用了。因此，“整个东南亚几乎没有一个单一的国际边界，也不需要《凡尔

赛条约》制定者们加以‘纠正’。”2 

那些界定清晰的或者不清晰的帝国边疆体系，是帝国权力的最后手段。只要殖民边界的有效

性受到武力的保障，边界争端就不那么重要。事实上，殖民地边界体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将各

自的殖民地划分开来，以避免互相竞争的势力之间的摩擦。边界被划在没有缓冲区的地方。由于

殖民地边界主要是由殖民列强的需要决定的，因此商定的边界与当地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少关系。 

在界定政治行政边界时，殖民列强处理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分歧。由于内部边界在大国竞争

的背景下不那么重要，因此它们被更随意地划定，这给后继国家造成了问题，后来这些国家不得

不在主权的基础上处理这些问题。例如，在印度，“英国人在信德（Sind）和喀奇（Kutch）之间

设置的边界线，因为线两侧的地区都处在同一个更大的政治单位内而被容忍了很久。但是作为一

条国际边界线，这是不合适的。”3 同样，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之间的边界问题已经成为争论的

对象，比起作为内部殖民边界的时段，它们的新地位——国际边界造成的争端更难解决。4 

总而言之，殖民列强都忽略了当地的因素，并在确定亚洲殖民边界的过程中引入了外部政治

考量和外来概念。殖民地边界体系的可取之处在于，在它保障边境安全（防止侵略或大规模的领

土侵占）的时候，从未试图进行边境管制。殖民地边界从来不是迁移或流浪者的主要障碍，也没

有严重干扰传统边疆地区的人员交往。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殖民列强对其国际边界和内部行政机构下达权威的命令，这些安排就很

合理，而且不会对当地社会造成特别的损害。各地民众继续跨越边界往来交流，行政渗透没有极

端或贸然地增多。 

此外，帝国体制对殖民地的防卫有一定的好处。战争在一个迄今为止一直是战区的地方停止

了。虽然政府在那些持续进行传统移民的偏远地区并不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但也提供了一些防范

入侵的安全保障。一位来自越南的圣人写道：“当一座山被一只强壮的老虎占据时，其他的人就

不敢再来打扰它了。”小麦克阿里斯特（J. T. McAlister, Jr.）曾经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

国人通过融合越南的野心和传统关系，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实现了越南扩张主义的长

                                                        
1 同上书。 
2 同上书，第 366 页。 
3 Alastair Lamb, Crisis in Kashmir, 1947 to 1966, 51, London: 1966. 
4 关于相关问题的讨论，请见译文第 16 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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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目标。那里不再需要平衡。法国的力量足以匹敌帝国的梦想，甚至超过了越南人的梦想。”1 

然而，越南扩张主义的野心既不完全，也不可能永远满足于法国在印度支那建立的行政安排。

虽然法国的力量很强大，而且相对来说，它具有为越南人对抗老挝和柬埔寨的好处，但这种力量

也限制了越南人在老挝和柬埔寨领土上的长期统治，否则他们可能已经实现了最终胜利。 

讽刺的是，尽管法国人满足了越南人的期望，但他们也可能使弱势的高棉和老挝在与越南和

泰国相抗衡时，保有国家安全的希望。当法国在 1893 年对老挝进行国家干预时，老挝和它在大

部分历史中一样，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随着 17 世纪越南的扩张，“高棉人被赶出他们的村庄，

进入柬埔寨，或者进入靠近大海的边缘地带。也许只有法国的保护使他们免于灭绝或被同化。”2 

 

二、东南亚的背景 

 

所有的人都会将他们居住的空间按照不同的、习惯的方式加以划分。3 尽管国际法律和外交

标准在某些方面影响了该地区的政治行为，4 但现在我们认为“西方的概念对东南亚的人来说，

与西方的政治家们有着同样的意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使是在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 

东南亚的殖民边界是当地环境施加的压力和欧洲人所带来的影响之间互相作用的产物。在边

界概念和实践上的持久差异，部分是由于东南亚的环境背景和历史经验的特点所造成的。该地区

一般多山，其特征是狭窄的南北河谷，很少有能承载密集人口的平原。这导致人口地理分布不均，

人口密度相对集中的中心很少。这种定居方式不仅阻碍了整个地区的政治统一，而且还使统一国

家对偏远地区的访问和集中管理变得困难与分散。 

尽管有时显得有点夸张，但该地区是一个具有庞大种族复杂性的地区。5 基本的种族划分就

是“低地”和“高地”、“溪谷”和“丘陵”之间的划分。在东南亚历史的各个时期，山地部落或

山地农民都居住在高地地区；古代文献中许多地方都提到他们。由于他们不常见的生活方式，他

们被是“野蛮的部落”，是野兽，或者是他们低地邻居的奴隶，尽管在某些时期他们可能拥有相

同的文明水平。一些部落仍然珍藏前主流文化的口头传统。 

除了这些文化差异，长期以来，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或者说是“渗透”6的模式。

每一个都深刻地影响了其他低地民众的万物有灵论的宗教实践，而高地的“大传统”

（great-tradition）宗教见证了这一正在进行的转变。一些山地部落被来自河谷和平原的强大耕作

者的涌入和扩张推入了山区，而另一些则被低地文明影响和吸收。“野蛮部落”（wild tribes）自

古以来就充当起雇佣军和非正规战士，扮演走私鸦片和其他违禁品的角色。尽管该区域较为分裂，

但联系一直都存在，而且随着通讯的改善和激励措施的增加，它们内部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强烈。

越南共和国政府加强努力，以赢得高地人民的忠诚，泰国政府也通过内政部的山地部落司设立边

境巡逻队来回应同样的挑战。 

东南亚边界的许多压力来自民族认同问题和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在过去，“那些不

                                                        
1 J. T. McAlister, Jr. “The Possibilities for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XIX, 265: January, 1967. 
2 Cotter, 18. 同样见于 Louis Malleret, “La Minorité Cambodgienne de Cochinchin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chinoises, XXI, 26-33: 1946.  
3 对于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基本未被探索的问题。一些有趣的例子可参见 S. B. Jones, “Boundary 

Concepts in the Setting of Place and Time,”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IL, 241-255: September, 

1959. 
4 关于这些影响的讨论，见下文的相关叙述。 
5 最具种族复杂性的地区大部分集中在有限的区域内。因此，标准的民族语言地图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Peter 

Kunstadter 将东南亚写成是“语言、种族、民族认同、宗教和文化特征分布……的一系列拼接物，在山谷三角

洲平原地区，这一百纳布上的补丁更大……这些补丁在更偏远或孤立的部落避难所所产生折痕与褶皱中显得更

小。”Southeast Asian Tribes, Minorities and Nations, 13, Princeton: 1967. 
6 见利奇（Edmund Leach）的开创性文章，第 49-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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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于特定政府治下命运的部落集团，很容易通过跨越一个未定的或不受控制的边界来进行跨国

转移，而且还不会引起他们新主人的关注。”1 

在东南亚，这些“不受控制的边界”的大致轮廓是在殖民时代确立的，在那时，地理学家们

还在争论“自然”边界相比人为边界具有的优点。除了行政上的便利之外，人们还认为山地与河

流等地形特征行使了一种自然的分离功能，而这种功能可以随时转移到政治领域。例如，“对于

低地人而言，一旦在山谷中建立起来，当这个地区处于战争压力之下时，除了……之外，山脉将

会是对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有效屏障”，2 这篇文章的关键词就是“为了低地人”。高地人民没有受

到这些地理屏障的相同限制。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克里克（Kirk）指出的，“山地民的山并不必然

构成屏障。这只是低地人的一个概念。”3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大量使用河流、溪流和运河作为东南亚国家间的边界之时。在小型地图

上，水道似乎是理想的自然边界。水系比地貌更容易在地图上标示，后者需要更复杂的制图技术，

而且通常很难从地图资源来加以解释。然而，“除了几条大河之外，水道即使对于原始人来说也

很少构成严重的障碍。相反，它在水域中以及沿着谷底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双向的交流方式，谷底

本身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人类地理环境。”4 

在东南亚地区，中下游的河道通常流经低地地区，这些地区依靠灌溉农业支持了相对密集的

人口。在诸如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样的地区，与其说分隔社会团体，不如说水道提供流动

性并促进了彼此间的联系。那些住在两岸、共享着一条河流或者小溪的人们，虽然名义上是不同

的民族，但他们彼此之间相对于他们的高原同胞而言，通常有更多的共同点。对他们来说，合法

边界的存在没有多少意义，即使他们突然发现交易变成了“走私”，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然一如其

旧。 

任何国家边界的主要功能是将两种不同政体的政治管辖区域分隔或划分开来。因此，“国家

领土的边界就是地球表面的假象线，它们将一个国家的领土与另一个国家的领地、与未被占用的

土地或与大海分开。”5 尽管这些定义很简单，但许多其他的因素使边界的功能变得复杂。边界

既有政治功能，也有领土功能。所有边界上的区分都是人为的，因为它们是人类制造的。尽管边

界从政治层面上将一个国家的领土与其它的分开，它并没有在实体层面上将两个接壤国家分离。

每一个边界都是一条假想线，无论这条线附近地区的地形情况如何，它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取决于

广泛的环境背景及其历时性的演变情况。从长远来看，大多数边界都受到可能拉伸、移动或破坏

原有分界线的压力，但是其它压力会促使双方朝着稳定和执行的方向发展。其他的边界，或者其

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变得非常稳定。这有可能是因为它们位于远离人类因素的偏远地

区，或者因为它们处于城市建成区。在城市建成区中，边界的作用已经被常规化，并且差不多被

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情况下，稳定边界的存在本身就发挥了稳固局势的政治作用。 

东南亚的环境总体上没有能够加强边界的稳定。为边界线所选取的物理特征最初并没有发挥

真正的分离作用。河流和小溪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山脉的范围并不构成他们往来的真正障碍，

除非人们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中央政府的认同——这两者能够加强（而不是削弱）边界的有效性。

在一个以暴动和跨界渗透为标志的时代，期望东南亚各国政府能够完全控制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

是不现实的，这除了需要在区域内具有前所未有的行政能力，还需要一致接受西方的边界观念。

事实上，东南亚人在边界、领土和主权方面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观念和做法，我们应当考虑到

                                                        
1 Kunstadter, 29. 
2 同上书，第 9 页。 
3 William Kirk,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India,”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xxxi, 156: 

December, 1962. 
4 Y. M. Goblet,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the World Map, 164, London: 1955. 这一声明适用于文化考量，而不是军事。 
5 Oppenheim,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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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目前的表现与在该区域内部的发展水平有关。 

从古至今，领土外交一直是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的一贯特点。这一战略的基本原则是，

如果（相对强劲时的）扩张与（虚弱时的）领土让步交替时，应尽量减少长期损失，将调节谈判

的优势最大化。即使是今天，使用边缘领土达到外交目的（即获取，然后消耗领土）比仅仅维持

控制更重要，特别是当军事征服比行政控制更容易在孤立地区实现时。 

这一政策在被适当地使用后，限制了对敌人领地、边境地区或缓冲区的毁灭性打击。1 

举个例子，只要泰人能够扩展到非泰人的领土，那么之后这块领土的失去就是可以容忍的，因为

它们涉及不到暹罗本土。 

尽管进行了激烈的外交斡旋，泰国还是被迫放弃了大片领土。然而，这次放弃原来泰国控制

的领土的结果，不仅是为了抢先阻止或预防殖民列强进一步的领土侵占，还是为了增强边境地区

的边界安全，这些地区在以前难以控制且容易受到地方叛乱、边境冲突和侵略的影响。虽然同东

南亚其它国家相比，泰国仍然是独立的，但它仍然不得不接受殖民时期对其边界位置的指令。2 

领土外交的精明实践有助于暹罗保持它的独立，而它的邻国则屈从于殖民统治。当 1864 年

泰国被英国与法国的殖民统治包围时，国王蒙固（Mongkut）说：“既然现在法国人由于我们不允

许自己像柬埔寨人那样受他们的统治而不停地侮辱我们，我们需要作出决定……是逆流而上与鳄

鱼交朋友，还是游向大海抓住鲸鱼。”3 

随后，他阐明了一项将会使暹罗获益一个世纪的政策：“这项政策足以使我们保护房屋和家

园。对我们来说，放弃一些以前的力量和影响力是必要的。”4 

泰国人被他们的东南亚领国认可为这项政策最成功的实践者。一位越南学者写道： 

“暹罗人保持了他们的独立。他们没有非要保卫自己的边境，也没有被迫去保护自己的

利益……如果现在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一些领土……那么我们将失去整个国家……因此目

前我们的最佳策略在于隔断边境地区的部分领土，并将它们交给法国人。法国人会为我们保

卫这些边境地区。为了给全体人民带来永久的和平，作为交换我们只会失去本国领土的一小

部分。”5 

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国的边缘领土储备已经耗尽。这一宝贵的资源以及泰国政治家对它们采

取的方式，在保护泰国独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满足了扩张主义的野心。在 1850 年

到 1909 年间，泰国损失了大约 9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其中大部分位于柬埔寨和马来亚联合邦。

这些领土都给了英国和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在日本的帮助下重申了旧时的主张，

占领了柬埔寨西部地区和马来亚联合邦北部地区的部分领土。当战争以日本失败告终时，泰国为

遵从胜利方的要求，再次放弃了非泰人领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缓冲区的流失使泰国成为

一个更加脆弱的国家。正如泰国外交部长他纳·科曼（Thanat Khoman）所说：“我们在泰国已经

没有可撤退的地方了，我们无路可退。”6 尽管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存在种族问题，但这些

地区与战时吞并的柬埔寨省份不同，它们不再被泰国政府视为可有可无之地。 

领土外交实际上依赖于一种强烈的与“边缘”（periphery）相对的“中心”（center）意识，

                                                        
1 在一个经典的例子中，“澜沧王国和阿瑜陀耶（大城）王国……在维持呵叻高原作为两个王国之间的一块广大

边疆地区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在佬人王国和暹罗人王国之间的战争中，呵叻高原以其作为中介位置的特质，而

成为一个主要战场。”参见 C. V. Keyes, Isan: Regionalism in Northeast Thailand, 7, Ithaca: 1967. 
2 参见 Hirshfield 和 Lamb, Asian Frontiers. 
3 A. L. Moffat, Mongkut, The King of Siam, 124, Ithaca: 1961. 
4 同上书。 
5 Truong Buu Lam, Patterns of Vietnamese Response to Foreign Intervention: 1858-1900, Monograph Series No. 11, 

Southeast Asia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1967), 90-91，引用了 Nguyen Yroung To 的 Memorials on 

Reforms (1866-1868)。 
6 C. V. J. Murphy, “Thailand’s Fight to the Finish,” Fortune, LXXII, 122-127: October,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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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理论上得到了强化。1在实践中，“边缘”可以代表另一个国家的地区，或是附庸国的范围，

又或者是王国本身的一个偏远或多山的地域。在扩大“峡谷”文明的过程中，跨流域山脉的地势

令人生畏，而且山地人们即使被征服了，也极难控制。考底利耶（Kautilya）警示我们：“国王应

该避免占领任何一个容易受到敌人和野蛮部落侵害的国家，以及经常遭受饥荒和瘟疫侵袭的国

家。”2 

中心与边缘的模式与印度教神话中的同心宇宙论的世界观相一致，这一模式以王座作为王国

的中心，将首都和边缘省份、附属地以及邻国作为一系列同心圆。由此一来，王国的政治家们就

有了一份现成的优先顺序表。 

虽然从长远来看放弃占领的土地是必然的，但是拥有外来领土的确是一项短暂的优势：它提

供了地理上的隔绝性以及外交上的保险性。如果可任意处理的外来领土用完了，在被逼迫时就可

以放弃附属地。如果到了最坏的情况，为了确保王国中心的主权的存在，中心之外的外围领土可

以被抛弃。因此， 

“当一个无能的国王发现自己遭到一个强大国王的攻击时，他应该以提供财宝、军队、

他自己或他的领土为条件，顺从地请求和平。”3 

“当通过放弃一部分领土使王国的其余部分和臣民安全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割让’，

这对于那些渴望消灭盗贼和其他邪恶之人的人来说是有帮助的。”4 

虽然边疆通常无法被很好地界定，但是有效控制的问题确实导致了一种边疆敏感性

（frontier-sensitivity）。由于每个国家都试图最大限度地扩大其领地优势，因此扩张或收缩是唯一

的选择。在考底利耶的外交策略中，和平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在如此不稳固的国际体系中，如

果要维持长期平衡，一个国家被迫签订的协议越多，其后续扩张的需求就越大。 

移动边界是估量和调整国际平衡的一种手段。主权不是根据严格的领土意义来定义的。边缘

领土的让步并不被认为对王国有毁灭性作用。只要主权的本质——核心王国区域（the unclear 

kingdom）——未受损害，这种让步就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手段。 

即使在和平年代，秩序和监控在偏远地区也不易维持。管理那些通常居住着游牧部落的偏远

地区的能力，无法允许对主权加以严格的领土方面的定义。从民族的角度来说，在东南亚大部分

“所提及的政治实体都有互相渗透的政治体系，他们并不是由不同的人口组成的单个国家。”5即

使是在广义的国家领土范围内，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不是到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类似的情况同

样适用于次大陆的许多地区。 

 

三、历史的相关性 

 

从理论上讲，即使是对东南亚最短命的公国来说，主权的重要性也与欧洲国家一样。两者关

键的不同之处在内容上。在东南亚，主权的维护较少依赖于维持现有边界所界定的绝对领土的完

整。越南人的经历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正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越南人具有持续

                                                        
1 举个例子，利奇认为南诏（Nanchao）“不应被认为是一个有边界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着广泛而多变的势力范围

的都城。它的居民对于国家没有明确的身份认同，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南诏民族随着它的灭亡而分崩离析。”

（Leach, 56）. 
2 Kautilya, Arthashastra, translated by R. Shamasastry, 8th ed. 54, Mysore: 1951.考底利耶的《政事论》（Arthashastra）

一书，成书于约公元前 321 年至 296 年，是一部古印度经典权谋著作，成书年代要比常用作比较的马基雅维利

的《君主论》早 2000 年。 
3 同上，第 268 页。 
4 同上，第 335 页。 
5 Leach, Comparative Studies,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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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对于领土认同和越南祖国完整性的意识”，1 与东南亚其它国家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

19 世纪或更早的时候，越南已经是一个国家了。越南人拥有明确的领土，说着同一种语言，共

享相同的传统，并且源于单一的历史经验。”2“明确的”领土认同和完整性到底是什么，这是值

得怀疑的问题。在政治上，越南并没有真正的统一；在民族上，他们仍然是相互渗透，而不是相

互融合。3 越南君主对于“山川河流”的说法很宏大，但他们不依赖于地图、条约和法律，他们

在主权的领土方面也从未明确界定过，直到法国地图绘制者和边界委员会致力于这项任务为止。

在更现代的案例中，柬埔寨在 1970 年 3 月的政府更迭之前，表示愿意放弃所有对邻国的未解决

的领土要求，作为交换，柬埔寨单方面宣布对于目前边界的认可。获得安全被认为比追求次要的

领土声索更为重要。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将他们目前的边界定线归因于殖民行为。解决边界争端的唯一决定性方法

是准确确定在殖民时期划定的边界位置和性质，无论这些边界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合理。 

即使当地的边界有很长的历史，他们的精确界定也依赖于欧洲给亚洲带来的测绘技术。 

殖民边界代表了外来的对于充满活力的本土文明的叠加。这些外来机构幸存下来，一方面是

因为他们得到了武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所建立的游戏规则更多地依赖于争取帝国的

权力，而不是生活在当地的民众。由于控制更为严格，这些民众受到的影响就是，他们被控制得

更为严格。 

殖民地图、条约和边界足以满足西方的需要，因为它们在避免代价高昂的殖民战争的同时，

还完成了对领土的界定，不过它们与当地的环境没有特别的关联。边界制度控制住了矛盾，但是

在殖民主义者离开后，东南亚大陆的大多数相邻国家之间重新出现了边界争端。 

然而，来自欧洲的影响改变了随后处理这些问题的条款。现在，争端往往通过法律条款进行

辩论，双方通常都依赖殖民地图、条约和行政行为，联合国的国际论坛、国际法庭和新闻界都成

为他们声明的现场。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继承国很少诉诸武力对抗，尽管他们的好战威胁依旧存

在。 

尽管东南亚各国领导人在处理外交政策问题时，普遍采用了他们西方指导者的方式和风格，

但绝不应该认为他们已经舍弃传统的观点和做法。在国际舞台上依靠口头交流，有时比在偏远地

区维持有效的军事和行政控制要容易得多。对于殖民地的管理者和顾问来说，将有效的中央控制

延伸到遥远的省份是同样困难的，因为一直都是当地统治者在管理。这种情形部分源于沦为殖民

地以前的情况，部分是因为殖民时代的管理技术造成的。殖民主义者专注于加强外围，忽视了如

他们的前任和继任者做的那样，在健全的行政基础上构建边界。 

因此，东南亚领导人的殖民遗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继承了一个边界体系，在其广泛的

轮廓下，它作为现代国家的领土基础，令人十分满意。但是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在民族上进行融合，

并且缺乏行政机构来巩固他们的边界或建立边界。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不仅不够，也不是为了经营

偏远地区而准备的。殖民政府并没有重建官僚激励机制以应对自东南亚宫廷社会成立以来，在偏

远的内陆地区所遭受的困难和和地位的丧失。这一行政遗留——在偏远地区提供处罚性的或不受

欢迎的服务——是说明以往经验积累的影响的另一个例子。虽然速度并不平衡，但通讯和技术在

进步，可是历史悠久的官僚激励机制的转变非常缓慢。通常来说，必须创建全新的行政结构来执

行新的职能，并且一定要有新颖的财政安排。与此同时，偏远地区的居民们已经习惯了独处，在

很多时候，他们把这当作是不受干涉的尊重，并不因为政府的“忽视”而感到失望。简而言之，

动机、能力和地方环境都不利于建立有效的边界管控机制，也不利于在偏远地区加强政府的渗透。 

                                                        
1 H.Benda, 为 Truong Buu Lam 一书撰写的序言, iv. 
2 Truong Buu Lam, 31. 
3 本文说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情况，当时越南南北部尚未统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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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造成了领土政策的双重标准。欧洲人坚持定界，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和延续有效的法

律或行政机构，在殖民机构撤走后赋予边界体系以实际意义。自殖民时代结束以来，情况并没有

发生显著改变。美国向其盟国泰国和南越西贡政权给予鼓励和援助，发展完备的边境管理设施，

但行政方面的情况一如既往。旧的态度受到新标准的保护，或者是被新标准隔离了，这使得宣传

和外交取代（至少部分取代）了更多的行政渗透和更有效的执行。如在泰国和越南，联盟政策已

经提高了他们的管理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激励机制几乎没有改变。外国援助可以取代当地的

努力，甚至可能在提高能力的同时削弱激励机制。 

西方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边界政策差异，由于当代东南亚国家治国方略中现代（国际）与传

统（狭隘）标准的混合，部分被抵消，部分被掩盖。过去为国家生存而交易的领土惯例并没有被

遗忘。在现代术语中，这种做法已被转译为默许外国势力或部落迁移者对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未

经授权的使用或占领。由于主权的正式层面上非常重要，因此这些入侵发生在事实的基础之上，

而官方路线要么谴责，要么不承认中央政府的无能为力。老挝王国政府无法否认使用其领土将巴

特寮叛乱分子或北越南军事分队转运到南越。从老挝国内战争中逃出来的部落难民们跨越边境进

入泰国。柬埔寨官员已经无力阻止越共或北越军人对柬埔寨领土的渗透或占领。 

应该强调的是，边界或领土政策是由一套相互关联的，但不一定是一致的因素组成的。这些

因素的范围从地方行政实践的细节延续到外交辩论的复杂性。下一节将对边界政策的各种组成部

分进行分析。确定这些因素能够更好地了解不同级别的政策所产生的不同压力，也可能用于最有

效地查找那些外国的建议和援助最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政策领域。 

 

四、领土问题的政治框架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边界是很明确的，人们很好地遵守着管辖规则，政治争端不再以领土

问题为中心（除了领海争端这一例外）。有几个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 

第一，军事技术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核武器和运载系统方面的改变，似乎使得政治边界在

战争中毫无意义。 

第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家职能的高度演进和国家边界的发展，使得各自国家的行政“可

及范围”或行政渗透充分解释了边界作为主权界限的概念。现代国家能够将它们的边界视为理所

当然，是因为国家权力可以（至少是潜在地）在边远地区有效地发挥与中心地区一样的作用。 

第三，随着人口的传播和行政控制的蔓延，模糊的边界逐渐受到更大界定范围的支配，而这

种发展导致精确地图的产生，这种地图能够精准地描绘出划定的国际边界线。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边界的作用仍然是人们所关心的对象，我们称作“边界政策”（boundary 

policy）的对象是国家关心的合法领域，它还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就国家政策而言，国际

边界的重要性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限于边界线被划定的附近范围。边界的作用及边界

政策与多个政治层面有关，每一层都涉及到不同的政策考量： 

第一，国际政策，用以影响超出那些共享一条特殊边界的国家，通常在边界争端中发挥作用。

声索政策和行动政策可以在各种国际论坛（联合国、国家法庭、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特定的区域

组织）或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间接涉及的同盟国发挥作用。在国际层面上，可能会有一整套针

对不同对象和目标的政策。 

第二，边界-国家政策，影响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共享讨论中的边界；如果一个国家与多个国

家接壤，其关于这些边界的政策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还有可能以一种独立的方式，

来反映对一段边界产生影响的政策和事件关系，而结果则出现在其他边界上。 

第三，国内因素，经常影响边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类政治团体的相对重要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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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国内外政策相关的暂时性的国家重心所在。对大众认知的宣告可能不同于政治精英（及其派

系）的仔细考虑。国内少数民族政策经常与边界政策有关，尤其当国内有相当大的来自（或被认

为是）邻国的少数民族时。同样，如果有外来移民（或其它文化相近）的团体跨界居住，国内的

选择可能会受到限制。 

第四，地方性政策，会影响边界周边的地区或通向边界的道路沿线地区，而地方问题有时会

对其它层面的政策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第五，在更大的政治框架内，边界的性质和它的地方环境会对政策的性质和有效性产生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 

（1）（从各方面而言）边界区域的可访问性； 

（2）边界的清晰度（圈定/划分的范围）和适当性（与该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关系）； 

（3）边界的初始目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4）边界两边的国家功能的演变； 

（5）当地环境的演变，特别是边界两边人们定居和迁移的模式；民众是否以一种倾向于加

强或打破边界的分离功能的方式适应了边界？ 

第六，各种政策层面的一致性、控制和协调是分析任何边界纠纷的关键因素。而在这方面产

生了许多问题： 

（1）一致性：针对不同目标的国际政策是否一致，或者说它们是否至少反映了一个旨 

在实现单一目标的模式？国际政策与各邻界国家的立场一致吗？不同的邻界国家之间的关

系是否不同，或者说在领土问题上存在统一的看法吗？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政治的

要求？产生了哪些可能的先例，以及哪些外部利益会潜在地受到边界政策的影响？ 

（2）控制：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在边界或偏远地区执行国家职能时，会实施何种程 

度的控制？少数民族、难民、持不同政见者、走私者和军火走私等团体会不会产生特殊问题？ 

（3）协调：在不同层面实施的政策是如何被管理机构影响或约束的？何种官僚机构参 

与其中，它们的权限有哪些？行政动机影响了政策的实施吗？有没有特别的政府机构牵涉其

中？参与解决边界争端的服务与机构中有没有产生矛盾和竞争？通信设施在纵向与横向比较中

的地位如何？ 

在不同的边界政策范围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态度与实施情况。在每一层面，一个国家对另

一国家的选择可能有六种类型：1 

（1）不关心；（2）合作；（3）侵犯；（4）干涉；（5）敌对状态；（6）不规律的/不受监管的、

失控的移动。 

为了说明各种边界的政治选项在不同层面上的应用，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表 1.  A 国针对 B 国的政策 

政策层面 政策选择 

国际： 不关心 

边界国家 合作 

国内：  

精英 合作 

大众 干涉（即怀敌意的宣传） 

内部少数民族 干涉（即迫害） 

地方 干涉（偷渡）无法控制的移民活动 

                                                        
1 除了“入侵”和“干涉”，其他术语都无需解释，他们意味着一方或另一方的某种形式的侵略，只是缺少敌对

状态和公开战争而已。因此，对于 A 国而言，干涉可能代表着在国际论坛上进行言语上的辱骂，国内媒体的

宣传攻势，或者是不规律的、传统的军事单位的偷渡。而从 B 国的角度来看，A 国采取的政策就被视为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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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尽管两国在共同的边界上有合作，但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宣布国际政策。A 国

的政治精英对其邻国 B 表示友好，但出于自身原因，A 国在国家媒体上发起了一场污蔑运动以供

大众消费，并将邻国的少数民族作为该运动的替罪羊。同时，地方层面的事件又与国家政策相违

背或者说已经超出了后者的控制。在边界上有偷渡者，与无法控制的移民运动混合在一起，这些

都是国家职能在边界上的实施不到位的结果。至于 A 国，我们很可能会问，这些相互矛盾的因

素是如何叠加的？或我们应该如何评价 A 国对 B 国的“真实”政策？在讨论这个有趣的问题之前，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即 Y 国和 Z 国： 

 

表 2、  Y 国针对 Z 国的政策 

政策层面 政策选择 

国际： 敌对状态 

边界国家 不关心（无反应） 

国内：  

精英 敌对状态 

大众 不关心 

地方 合作 

 

在这个例子中，两国的代表在联合国通过响亮的谩骂来互相指责，在海牙进行了激烈的诉讼，

两国关系因复杂的法律纠纷而严重紧张，这一纠纷涉及到横跨有争议边界的 10 平方英里的不毛

之地。然而，这次对战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两国政府对其日常管理中的问题没有给予实际的关注。

两国的政治精英都对其竞争对手的主张怀有敌意，但公众舆论并没有被这一场看起来相当遥远的

争吵而激发起来。此外，边界附近的人口显然是个问题，这些人口从来没有被明确划分，而边界

两边的民众继续互相合作，一如他们一直做的那样。 

两国在不同层面的边界政策中做出的选择都表现出不一致性。如果把这些矛盾的因素合起

来，就很难判断出一个国家“真正”的政策是什么。Y 国似乎处于与邻国的敌对状态中，至少如

果我们听到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指控时会这么认为，但是这一方针并没有下达到地方层面上，两国

仍然在地方上进行合作。另一方面，A 国的官方路线是一致的，但它显然默许了将自己的土地作

为入侵邻国的游击战根据地。 

这些例子表面边界政策由一组复杂的、相互关联但不一定一致的要素组成，每一个要素都必

须在合适的环境中对其进行分析。在某些情况下，将边界政策的具体要素作为一般国家政策的代

表是错误的。在分析任何边界纠纷时，需要考虑到大的政治框架里的所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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